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及成因

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金融业发展过程中，持续存在的通货膨胀甚至数度出现极为严重的状

况，是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一大难题。对其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不仅有助于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根据地金融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而且对当今也有可资借鉴之处。

一、边区通货膨胀的形成与主要表现

1. 边币从属法币时期通货膨胀的出现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即于1937年10月被改组为陕甘宁边

区银行，并宣布法币为边区流通货币，收回苏币。由于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基本都是法币5元和

10元的整币，市场缺乏小票，给边区市场贸易带来极大不便。为了找零需要，1938年6月，边区银行

以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名义自行发行元以下辅币，票面额为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光华券虽不

是边区银行发行，但边区银行对光华券负有保证和兑换之责，有可靠的保证[1]。因此，光华券发行后

深得群众信任。光华券发行初期，边区政府对光华券的发行数量严格控制，因而对边区物价影响不大。

然而，1940年8月以后，国民党政府不按时发给八路军抗日经费，11月19日起干脆停发，造成边

区财政的极大困难，不得不增发纸币来解决。因此，从1940年下半年起光华券的发行数字逐步增大，

供边区财政透支，弥补赤字。11月1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发展边区经济

建设决议》，规定银行要增发钞票400万元，交付财政厅作生产基金及经费之用。所以11、12月份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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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共增发光华券2090415元，以垫付财政支出，货币发行每月增额分别为59％和100％[1]。从开

始发行到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发行为止，光华券前后共经历了两年零九个月。光华券发行

额及同期延安和国统区物价指数统

计见表1：
从表 1可以看出，截止到 1940年

上半年，光华券的累计发行数量并不

大，但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发行数量

大增，是上半年发行数的十余倍，延

安物价指数已经上涨 6倍多。可见，

这时的陕甘宁边区开始出现了缓慢

的通货膨胀。

由于延安物价不断上涨，1941年上半年延安的物价指数超过了国统区，市场上对货币周转需求

的增加，原来发行的小面额光华券已不能满足需要，边区银行于1941年初，增发了面值7角5分的一

种光华券。这种高面值的辅币，接近主币，实质上视为主币使用。因此，大量增发光华券以解决财政

急需，无疑是促使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此外，光华券是法币的辅币，它的价值和法币的价值是完全

等同的，由于国统区自1939年以后通货加速膨胀，物价急剧上涨，对边区物价亦有影响。

2. 边币成为法定货币后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

皖南事变以后，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边区经济的发展，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1年1月
30日发出《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禁止法币在边区的流通，同时决定建立自己独立自主的货币

体系，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2月18日，边区政府发出布告，指出：“边区银行发行1元、5元、10元的

边币”，“逐渐换回光华代价券，使边钞成为唯一的边区通货单位”，“使人民免受法币狂跌的损失”[3]。

边币成为边区的法定货币后，边区的通货膨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边币发行数量多、速度快，而边区市场对边币的需求量有限

1941-1945年边币具体发行数字详见表2：
从表2来看，边币发行的数额增幅较快，1943

年下半年，发行额就已经达到 13亿余元，1945年
上半年更是高达54亿余元。1941年上半年、1943
年上半年和下半年是三个发行的高峰时段，其中

最大月增幅高达 71.2%。从 1941 年上半年到

1945年上半年，累计增幅高达928.8%。原边区银

行行长曹菊如在 1944年陕甘宁边区整顿财政会

议上指出：“一百多万人口的边区，发行额竟达到

小数点以上十位，也就相当可观了。现在边币的

发行总额，相当于抗战前若干时候中、中、交、农四

行发行额的总和，跌价是不足为怪的。”[5]可见，

1941-1945年间，边币发行不仅数额大，而且发行速度也过快。

此外，边区市场对边币的需求量有限，从而造成边币流通量相对过剩。一方面，边区贸易有时仍

表1 1938-1941年光华券发行额及同期延安和国统区物价指数统计[2]

发行时间
1938年 下半年
1939年 上半年

下半年
1940年 上半年

下半年
1941年 上半年

累计发行额

发行数（元）
99,050
182,690
35,235
230,940

2,563,625
1,195,675
4,307,215

延安物价指数
158.7
190.0
284.5
378.2
622.9
1356.1

国统区物价指数
155
205
306
487
801
1231

附注：①光华券 1941年 2月后停止
发行；②1937年上半年延安和国统
区的物价指数均为100.0。

表2 1941-1945年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统计表[4]

发行时间
1941年上半年
1941年下半年
1942年上半年
1942年下半年
1943年上半年
1943年下半年
1944年上半年
1944年下半年
1945年上半年

发行额
（边币元）
16,247,785
12,013,840
17,626,835
73,450,000
243,150,000

1,387,523,500
1,678,393,560
2,889,073,000
5,430,320,000

半年期每月
平均递增率%

31.8
10.1
8.8
18.0
20.9
30.3
13.0
9.9
12.0

半年期最大
月增幅%
71.2（3月）
13.9（12月）
18.1（1月）
27.5（12月）
39.8（3月）
43.0（9月）
43.0（2月）
32.6（7月）
24.1（1月）

注：①1941-1942年的发行数为账面额，1942年后为实际发
行额。② 1941年包括1、2月发行光华券的折算额。③1944
年5月发行商业流通券后，数额为边币与流通券20:1的比价
折算后的数额。

[1]李实：《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62页。

[2][3][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金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112页，

第99页，第122、142页。

[5]《曹菊如文稿》，〔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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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以货换货的形式，大大减少了货币的实际流通量。例如，1943年以前，“对外贸易全要通过货币，

去年（1943年）则以货换货的形式代替了一部分。这部分约占对外贸易总额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这些东西换回之后，多是不需经过市场，直接拨给有关的部门，……这就缩小了边区的商品流通量，

而我们的发行额则向着相反的方面发展，只有发行，而没有收缩，结果通货过分膨胀”[1]。另一方面，

还有很多地方使用实物，也挤占了一部分的边币流通空间。边区政府最大的收入为公粮、公草、公盐

等全要实物。有些地方的税收，如绥德营业税，关中的各种税收，也不要边币而要实物或法币，其他

税收用边币的也是不多的，因而使老百姓觉得边币没用场或作用不大[2]。这样就造成了边币的用途

缩小，使老百姓觉得边币派不上用场，不利于边币流通范围的扩大，同时也造成了边币发行额激增与

商品流通量缩小的矛盾。

第二，边币贬值导致有些地方拒用

由于边区可供流通的商品极其紧缺，过多的边币追逐过少的物资，必然使边币贬值。边币发行

时与法币等价，但不久边法币比值开始猛烈跌价，明显反映了边币的贬值。例如，绥德的边法币比

值，到1941年4月跌到15:1，到5月跌到20:1。绥德的边币推行不开了，大批边币像狂风暴雨般的转

往陇东，接着又挤到关中，使得边币猛跌，关中边币完全垮台。接着，边币挤到三边，加之盐务处曾一

度停收边币，更影响到定庆路一带，边币被完全拒用。于是，边币又挤回到延安。凡是大批边币所到

之处，边币猛跌，法币飞涨，黑市盛行，物价飞腾，囤积投机等现象屡见叠出，边币公开的或变相的被

人拒用[3]。6月底，边币跌价是最严重的时候，关中、陇东、三边，均跌落到法币的三四毛钱，好多地方

根本拒用边币[4]。1941年延安市上半年边币物价指数从 926.21上涨到 1914.5，而法币只从 926.21到
1219，前者上涨了 155.3%，后者上涨只有 31.6%，边区多涨出了 74.7%。下半年边币物价指数从

2175.6上涨到 4421，而法币只从 1087.5到 1768.4，这当中，多涨了 40.6%[5]。可见，边币物价指数比法

币指数的上涨幅度大得多，说明边币逐渐在贬值。

边区政府对法币实行严格管理之后，1942年 2月，边法币比价回落到 2.58:1，6月份又跌到 3.55:
1。1943年，边区实行以边币2.1元换法币1元的固定牌价。但延安市的法币黑市，从3月起开始上涨

为 1:2.24，12月高达 1:9，有些地方还升到 1:10，陇东、庆阳、西华池曾高达 1:18。1944年初，边法币比

价黑市价格继续上涨，比价高达1:13或14，甚至达到1:18或19。2月中旬，从延安开始到各分区相继

大量供应法币，市场上边法币比价很快提高到1:10至1:12之间。同年6月，边区银行将各地兑换法币

牌价改为1:8.5，此后比价才基本保持稳定[6]。因此，边法币的比价持续下跌，除了当时边区法币供应

紧张之外，边币贬值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边区物价上涨

一方面边币发行数量多、速度快，一方面边币贬值，因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边区的物价暴涨。

1937-1945年延安市物价总指数详见表3：
表 3 显示，1937-1944

年间延安的物价总指数持

续上升，1937-1940年物价

总指数还是缓慢增加，但

1941-1944 年间则物价上

涨迅猛。与 1937年全年物价总指数相比，1941年上涨约 21倍，1942年约 94倍，1943年约 1181倍，

表3 1937-1945年延安市物价总指数表[7]

时期
上半年
下半年
全年

1937
100.0
110.4
105.2

1938
127.7
158.7
143.1

1939
190.0
284.5
237.3

1940
378.2
622.9
500.6

1941
1,356.1
3,101.7
2,228.9

1942
7,099.1
12,708.8
9,904.0

1943
38,790.3
209,366.4
124,078.4

1944
509,420.6
723,554.3
616,487.4

1945
1,496,995.2
1,685,995.5
1,591,495.4

[1][2]《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商业贸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第461页，第461页。

[3][4]朱理治：《朱理治金融论稿》，〔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第34页。

[5][7]《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金融，第244页，第182页。

[6]李实：《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9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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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约5871倍，直到1945年物价总指数才开始有了较大下降。

事实上，边币发行量、边法币比价和物价三者是密切相关，环环相扣的。原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

认为：“边币发行快，物价涨得快，边法币比价跟着跌落；边币发行慢，物价涨得慢，边法币比价跟着也

要涨些。自然，物价及边法币比价之涨落还有其他许多重要原因，不可完全归之于发行量及速度，但

发行数量及速度与这二者是有重大关系的。”[1]

二、边区通货膨胀的主要成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出现的通货膨胀，有其深刻的原因。择其要者，有如下几方面：

1. 对发行边币认识和政策上的失误

党和政府的相关负责人对边区经济中的一些问题有过争论，尤其是1941年，对于边币发行量，出

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且一直未获定论，而最终倾向于放松发行。有人认为要渡过财政困难或筹码

不够，不能不无限制发行，被称为无限制发行论者。另一些人则认为，票子多了，物价则涨，不能发

行；商品少，货币多，不能再发行；外贸不平衡，发行要缩少，被称为保守的发行论者。本来两种观点

都有它的片面性，而银行的主要领导基本都倾向于后一种认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迫使银行

不得不大量发行[2]。

上述争论的问题，毛泽东的认识也有较大转变。1941年6月，毛泽东两次致函边区政府主席林伯

渠，认为“凡不可免之钱，予以概允”，“此时不与斤斤计较”；他还认为，在货币发行问题上，“不必肯定

边币只维持1000万，宜作1500万打算，较不束缚手足”，“商品货币流通量成正比例，亦不宜坚持，宜

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待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准，有损信誉”[3]。可见，此时毛泽东还是主

张不要过于限制货币发行的数量，货币首先应从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出发。7月31日，毛泽东就陕甘

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致信林伯渠、谢觉哉。信中建议他们：“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

点，例如……在纸币发行工作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4]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金融问题讨

论会，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指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矛盾，解决

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5]可见，毛泽东这时已经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认识到货币发行与经济

发展的关系，即货币的发行应以生产的发展为基础。

边区银行的两任行长（即曹菊如、朱理治）都因坚持保守发行而被免除职务，甚至被戴上金融本

位主义的帽子。批评者揭露，朱理治“只是在消极方面打主意，紧缩通货，以求金融之稳定”，“他想以

发展储蓄来收缩通货……可是朱理治都想自己另来一套，而不想与财政厅搞好关系，密切配合，这是

金融本位思想，这就给两年来银行工作以极大损害”，形成银行与财政厅对立，是银行“本位主义”和

“闹独立性”[6]。然而，财经办事处有的领导过分强调了政府威望在货币发行上的作用，认为银行的任

务就是发行边币，调剂金融，支持财政。财政厅的领导更是只强调需要的一面，而忽视了可能的一

面，认为多发点纸币没有什么害处，甚至说：“只不过多用点马兰纸么!”[7]因此，边区银行和财政机构的

认识存在较大分歧，边区银行的主要领导受到打压，从而导致政策上的失误。

2. 边币发行准备不足，甚至毫无准备

[1]朱理治：《朱理治金融论稿》，〔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2]魏协武：《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室2003年版，第155-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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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及成因

尽管陕甘宁边区相关负责人认识到边钞发行必须要有充足的发行准备，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边

币的发行准备不足，甚至是毫无准备。1941年2-7月，边币猛跌时期，发行无准备，银行没有法币也没

有物资了[1]。1943年7月，遭遇第三次反共高潮，为蓄备物资，发行更猛，但发行毫无准备，金融上所用

资金占不到发行的（0.3％）。银行发行以大公家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为准备，同时也承认准备金以有

价证券及部分法币保证之，但实质上没有准备，更不允许银行蓄存大量的法币[2]。边区金融方面的负

责人曾指出：“边币发行，去年（1943年）总计发了十八万万余元，政府以全部税收（盐税、货物税、营业

税等）及公营企业的全部资产作保证”[3]。这些担保品都是潜在的资源财富，因而边币的发行实际上

缺乏现实的价值基础。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指出，1943年3月-1944年2月，“我们无法币准备的尽量

发行，仅到年末（发到18.6亿）实际流通额发到17.5亿，比可能增发额4.4亿多超过了四倍”，“这样无

保证兑换的结果，物价与比价都超过此速度达到比友区多增跌了六倍”[4]。曹菊如在抗战胜利后曾总

结经验：“在四年半的发行历史中，开始三年几乎是没有准备金，不能无限制兑换，甚至完全不兑换，

结果是边币惨跌。”[5]直到1944年7月，陕甘宁边区银行正式发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以逐步收回之

前发行的边币，这时发行保证金才增加为50%[6]，“银行准备金虽不足，但法币可充分接济，获得了较

长时间的金融稳定[7]。

由于边区物资匮乏，再加上需要建立正规的边区金融制度以摆脱法币的影响、调剂财政和投资

生产等，又不得不发行边区货币，客观上导致边币发行准备金不足，有时候甚至空发边币。这样就无

法有效约束货币发行的规模，必然会出现通货膨胀。

3. 以增加发行来解决边区的财政困难

边区的外援突然断绝之后，边区政府被迫把发行货币作为解决边区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1941
年前边区财政因有外援，年年有节余。1941 年财政亏空达567 万余元边币[8]。1941年2月，中共中央

根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提议，决定在3月底前发行边币200万元，交财政厅作为生产资金和经费之

用。1942年3月份物价金融波动，边区财政支出又突破了原来的预算，5月财政厅给西北局写信要求

增发票子[9]。1942年下半年的增发额，已达1400003400元，而财政垫支便占去1109000000元，占增发

额的77%，这样过分支持财政的发行方针是错误

的[10]。1943年 5月，边区政府做出边区银行归财

政厅领导的决定。银行发行基本上多用于财政

开支。1943 年下半年生产与贸易放款增长 3倍
多，财政放款则增长了8倍。银行三分之二的贷

款用于消耗性的财政开支上，引起物价金融空前

大波动[11]。边区银行归财政厅领导后，显然会过

多地强调财政需要，而放松了对货币发行的控

制，更助长了货币发行过多支持财政的倾向。对

此在1944年作了纠正，边区银行由财政厅领导重

归边区政府直接领导[12]。1943年陕甘宁边区发

行、物价与财政指数比较详见表4：
[1][2][4][6]魏协武：《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第30页，第36页，第37页，第23页。

[3][10][1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金融，第110页，第64页，第188页。

[5][7]《曹菊如文稿》，第86页，第86页。

[8]李建国：《试论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与反通货膨胀的措施》，〔北京〕《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

[9][12]李实：《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90页，第89页。

[11]魏协武：《延安时期党领导边区金融的成功经验》，2001年“中国共产党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收录论文。

表4 1943年陕甘宁边区发行、物价与财政指数比较表[13]

项目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发行指数
100

162
184
199
231
297
393
614
754
1121
1267

物价指数（延安）
100
124
169
251
291
359
454
627
1053
1385
1522
1950

财政开支指数
100
77
274
124
190
245
242
420
521
695
983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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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说明，物价、财政开支和发行是亦步亦趋的关系。从全年来看，12月发行指数比1月份增加

11.7倍，但同期的物价则上涨了18.5倍，同期的财政开支也扩大为16.3倍。

1944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第二次高干会议指出：“盲目的用银行的发行来满足财政上

的开支，……同时银行变成了财政厅的发行机关, 而放弃了扶助边区经济发展的任务。”[1]任弼时在会

议上总结 1943 年金融经验教训时指出：“盲目地用银行发行边币去满足财政上的开支”[2]，“为什么去

年下半年发生金融波动、物价高涨? ”“财政开支增加引起的银行发行政策的错误”就是原因之一[3]。

因此，金融物价大动荡使边币发行、物价、财政预算循环增长。边币增加发行，导致物价的上涨，物价

上涨使财政预算支出突破，又须追加财政预算支出。财政支出又赖于银行增发边币。边币增发，物

价更以高速上涨，如此逐月恶性循环。而且，财政支出增加的指数，大于货币发行增加的指数；而物

价上涨的指数又大于财政支出与边币发行的指数[4]。

4. 边币无法独占边区流通市场，有一部分被法币代替

虽然边币在内部中心区域已作为唯一流通手段，但是在边界的流通市场上，还是法币多于边币，

甚至在米脂佳县一带，边币尚被拒用，因此就使得法币代替了不小一部分的边币市场。换句话说，边

区内部总的商品流通所需要边币流通量，有一部分被法币代替了，结果使边币量与商品量的矛盾更

加尖锐化起来[5]。

1942年12月，法币在边区仍占有65.4%的份额[6]。据1943年中共西北局的调查：边币的流通范围

只占全边区市场半数左右。关中几乎80%以上用法币，警备区、三边和陇东的一部分甚或大部分也

用法币。就在延属边币也未能独占市场，有些地方以及有些东西连计算单位也用法币或小米，而不

用边币，由于边币价格日益下降，物价日益上涨，大家都存货而不存边币[7]。陈云也曾指出：“边区流

通市场中实际有边币又有法币，法币约占65％左右”[8]。而且，边区与友区在对外贸易上是联系着的，

但在金融上是隔断的，因为边区银行不给兑法币。所以，在这两方面之间，便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商

人要外汇到境外买东西，银行不能供给，迫得他们在黑市中购买。老百姓到境外卖了东西，取得法币

之后，决不愿到银行以一元之法币兑值五毛法币之一元边币，也只有把它在黑市上卖掉。我们成天

叫“不许做黑市买卖”，实际是句空话[9]。因此，有些地区法币还占主导地位，使得边区内部总的商品、物

资流通所需的边币流通量，有相当一部分被法币所代替，从而造成边币量与商品量之间的矛盾更趋尖

锐，而边币法币黑市交易的猖獗，也进一步扰乱了边区的金融秩序，影响到边币币值的稳定。

5. 外贸入超数额大，导致法币需求增加，边币跌落

边区生产不能自给，因而可供流通的商品极其紧缺，不仅导致边币流通量过剩，而且引起边区出

入口的不平衡，所能够出去的货物，远远少于从边区外进来的货物，历来入超都占相当大的比重。在

皖南事变以前，边区需要从外输入的东西甚多。所能输出的，只有食盐为大宗，占整个输出90%，其

它一小部分的皮毛、药材等只占总输出的 10%。根据贸易局统计，延安 1941年上半年输入总额是

6637000元，输出总额是2147000元，入超4490000元[10]。1941年延安出入口的相差达9678666元。除

[1]《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金融，第32页。

[2]魏协武：《边区银行风云录》，第211页。

[3]任弼时：《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

[5]星光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42页。

[6]魏协武：《陕甘宁边区金融报道史料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7]《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商业贸易，第461页。

[8]《缅怀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

[9][10]朱理治：《朱理治金融论稿》，第39页，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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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延安而外，绥德亦是大的入超区域，其他各口亦多处入超[1]。1942年边区贸易局计划出口 6200万
元，入超控制在1200万元左右，但到这年6月，仅延安市就入超3332万元，几达边区全年计划入超数

的 3倍[2]。因此，由于边区外贸入超数额较大，对法币的需求不断增加，影响边币对外价格的日益低

落。进口货物大量涌进边区之后，边币比价（对外价格）即要随之降落，进口的物价也跟着上涨，随之

其他物价也跟着上涨起来。

毛泽东于1941年8月13日就曾精辟地指出：“出入口不平衡，相差甚大（八百万元）”，“能够解决

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边币稳定。”[3]1944年4月，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

会议上指出，去年下半年发生金融波动、物价高涨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入超”，“更基本的原因就是由

于有一部分生活必需的资料，我们还不能够自给；而已经可以自给的生产品，还没有能够使它的产量

增加得更多，以至于我们能够把它输出边区以外，来抵消必须由外面输入货物的价值”[4]。因此，边区

贸易的大量入超，最终必然导致边币贬值以及各类物价的全面上涨，解决途径唯有发展经济与平衡

出入口。

三、结 语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数年的通货膨胀无疑是边区金融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

大难题。在边币发行流通的不同时段，通货膨胀的程度有所不同。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陕甘宁边

区即出现了缓慢的通货膨胀。边币成为边区法定货币后，边区的通货膨胀变得越来越严重，通货膨

胀的特征表现为货币发行数量多、速度快，且边区市场对边币的需求量有限，边币贬值甚至很多地方

拒用，同时还出现了物价暴涨的现象。货币发行量、币值和物价这三者之间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

的。只要其中有一个超过了限度，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出现恶性循环。

实际上，陕甘宁边区通货膨胀的产生有一定内在的必然性，在战时条件下也是难以避免的。造

成边区通货膨胀的原因，既有内外部因素，又有主客观因素。对发行边币认识和政策上的失误这是

内部的主观因素。边币发行准备不足，甚至毫无发行准备和以增加发行来解决边区的财政困难是客

观因素，也是内部因素。边币无法独占边区流通市场，有一部分被法币代替以及外贸入超数额大，导

致法币需求增加，边币跌落，这些属于客观因素，也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很显然，内部和

主观因素对边区通货膨胀的产生起着更直接的作用。由于边币的跌价与由此所引起的物价高涨造

成了人民生活某种不安的情形，影响了党政军人员生活的改善，甚至大大影响了政府财政预算数目

不断的膨胀，所有这一切就使得整个边区经济生活的发展不能不受到某种严重的不必要的损失[5]。

陕甘宁边区政府也意识到通货膨胀的严重危害，为治理通货膨胀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到1945年
后，边区的通货膨胀明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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